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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1年中国PM2.5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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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浓度PM2.5是形成雾霾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学识别PM2.5浓度的空间异质性与驱动因素

对区域大气联动治理意义重大。研究采用2000-2011年NASA大气遥感影像反演的PM2.5数据，

结合地统计、地理探测器及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2000-2011年PM2.5浓度时空

演化格局特征与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0-2011年中国PM2.5污染平均浓度一直保持在

22.47~28.26 μg/m3区间，总体呈现先快速增加后趋于稳定的演化态势，2006年是PM2.5浓度值变

化的拐点（峰值）。② 空间上PM2.5浓度整体呈现北方高于南方，东部高于西部趋势，污染浓度

高值区集中分布在黄淮海平原、长三角下游平原、四川盆地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大区域，其中

京津冀地区污染最为严重。③ 污染浓度重心研究表明PM2.5重心总体呈现快速东移趋势，污染

高值区持续向东移动，低值区向西移动，两者重心背向而行，表明东部雾霾污染程度在进一步

加剧。④ 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PM2.5年均浓度呈现强烈的局部空间正自相关特性，PM2.5“高—

高”集聚区连片分布在黄淮海平原、汾渭盆地、四川盆地及江汉平原地区，PM2.5“低—低”集聚区

分布在长城以北的内蒙古、黑龙江、青藏高原、以及台湾、海南与福建等东南沿海及岛屿地区。

⑤ 地理探测分析表明气候等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共同对PM2.5浓度空间变化产生巨大影响，其

中自然地理区位、人口密度、汽车数量、工业烟尘、秸秆燃烧等因子是中国PM2.5浓度空间变化的

主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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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细颗粒物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大气污染物，其呈现典型的区域性、复合型污
染特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激增，城市化建设造成的扬尘、煤炭燃
烧以及汽车尾气排放是导致空气中悬浮细颗粒物飙升主要原因[1-2]。目前中国地缘上形成
黄淮海地区、四川盆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四大雾霾区[3-4]。“十一五”与“十二
五”期间由于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与大气防控长效措施，叠加
国家产业与能源结构调整升级，SO2、SOx与粉尘明显下降，然而，可吸入大气颗粒物
PM2.5（Particulate matter with aerodynamic diameter ≤ 2.5 μm）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大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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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的重点与难点[5]。PM2.5在大气边界层内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不但降低大气能见
度，参与大气化学反应生成新的污染物，而且严重影响着人体健康[6-9]。医学研究表明
PM2.5能进入人体呼吸系统，引起各种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破坏人体免疫系统，可
能增加暴露人群的死亡风险[10-13]。中国每年因长期暴露在污染空气中而导致过早死亡的人
数超过125万人，约占全球的40%[14]。2013年冬季北京单日PM2.5的极端浓度超过了1000
μg/m3，超过世界卫生组织（WHO）健康标准的40倍[15-16]，雾霾对其笼罩的地区造成的损
失和群众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不可估计。在此环境背景下，2012年中国政府出台了新的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首次将PM2.5列为常规关键监测指标，同时，国家
空气质量监测条件与范围不断增大，PM2.5浓度监测点由 2013年的 612个增加至 2016的
1436个。由此可见，PM2.5将是未来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也是国际大气环境研究
的热点之一。

目前PM2.5浓度空间估算与空间特征分析主要采用以下数据与方法[17]：利用遥感影像
反演大气气溶胶厚度（AOD）估算PM2.5浓度，监测点实时数据空间插值，加权回归模型
以及混合模型。研究者基于上述数据源与方法模型，展开对PM2.5的来源解析、成因机
理、空间异质性、跨界传输、健康影响以及应对机制等研究，如通过聚类分析与地理时
空加权回归（GTWR）模型，构建PM10与PM2.5的时空分布规律与关系[18]。利用卫星反演
遥测气溶胶厚度（AOD）表征PM2.5的空间污染格局特征等[19-20]。通过源清单化学质量平
衡法（I-CMB)模型[21]，化学质量平衡法（CMB） [22]，大气扩散模型法[23]，建立PM2.5的排
放源清单[24-25]。基于光学厚度（Aerosol optical thickness, AOT）数据，并借助线性回归模
型、CAMx空气质量模型揭示PM2.5浓度的空间异质特征与跨区域输送规律[26-27]。进一步
研究发现PM2.5浓度不仅存在显著的季节性变化，也存在着明显的地理空间异质性和空间
依赖性[28-33]。另外，针对成因与驱动力研究揭示出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不生态的城镇
化模式是中国和一些类似发展中国家PM2.5污染的主要诱因，其中地形、气象、沙尘、交
通运输、生物质与煤炭燃烧等因素是影响PM2.5污染空间格局的最关键因子。本文认为大
尺度PM2.5的空间异质性主要受全球气候变化、地形地貌、人口密度、土地利用、经济与
交通强度的影响 [34-37]；小尺度 PM2.5时空变化受制于监测点位置与城市中心、车站、机
场、工厂等污染源的距离[38]。

综上所述，关于PM2.5研究主要集中在来源解析、污染特征与健康评价等方面，已有
研究更多针对洛杉矶、伦敦、北京等国际大都市或污染敏感型城市展开，且时间序列较
短，空间尺度较小[39]，缺乏大尺度、长时间序列系统分析PM2.5时空分布特征规律及驱动
因素的研究范例。究其原因：① 大尺度长序列PM2.5污染数据获取困难或尚无连续监测数
据，就中国而言，2012年国家大气环境监测系统才将PM2.5的浓度值纳入监测指标体系，
此前全国性PM2.5监测处于空白（无公开历史数据）；② PM2.5监测体系完整的欧美国家，
并未爆发大范围PM2.5污染，污染只是出现在如洛杉矶、伦敦等污染典型城市及邻近区域，
呈“孤岛”状，并未形成大面积连片污染影响。2000-2011年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发展
最为迅猛阶段，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2%上升到51.72%，年均增长1.41%。因此，本
文利用2000-2011年NASA大气环境遥感影像反演的PM2.5年均浓度数据，展开中国PM2.5

时空分布及驱动因素探析，可以较为精准、宏观、长时间序列地反映该时段中国颗粒物
污染的变化情况，一定程度上补充了2000-2011年中国快速发展时期PM2.5浓度监测的宏
观数据缺失问题。研究结果可能对中国未来10~20年能源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引导、污
染风险规避提供一定依据，也可以解决当前以行政单元为主体、孤立的大气污染防治模
式难以有效解决PM2.5跨界污染问题，为跨区域大气污染联动治理提供空间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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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来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① PM2.5遥感反演浓度数据，本研究采用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的1998-2012年全球大气PM2.5浓度栅格数据作为基础研究数据
（http://earthdata.nasa.gov），分辨率为 0.1°。卫星遥感反演气溶胶光学厚度（AOD）数据
具有成本低、空间覆盖广、模拟精度高等优点，因此被普遍认为是地面PM2.5浓度的重要
指标，广泛地应用于地面PM2.5遥感监测。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与平稳性，原始数据取
3年的平均值，以中间年份作为研究数据基础，例如2000年的PM2.5浓度均值是1999年、
2000年与2001年的PM2.5浓度均值的求和平均值。②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空间行政边界
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 1:400万中国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本文以中国全域
（包括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再以研究区域矢量界线为掩膜对栅格数据
进行提取，并利用市、县级行政区划界线矢量数据，分区统计各市、县级行政单元各年
的PM2.5浓度均值，从而建立中国PM2.5浓度值时空数据库。③ 社会经济数据，汽车保有
量、人口密度、秸秆燃烧等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0-2012）、《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0-2012）、《中国区域统计年鉴》（2000-
2012）、《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0-2012）等，部分缺失数据结合相应省市（自治区）、
地市数据进行补充。
2.2 研究方法
2.2.1 重力模型 地理学第一定律认为地理事物或属性在空间分布上互为相关，存在集聚
（Clustering）、随机（Random）、规则（Regularity）分布，并且相关性随距离增大而减
少，该现象称为空间自相关[40]。因此，为了深入分析PM2.5 的时空分布格局与特征，研究
首先引入物理学中重心概念与计算方式以揭示PM2.5在空间上的迁移过程，利用重力模型
表征PM2.5的空间集聚变化特征。定义中国PM2.5污染重心的X、Y坐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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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 为PM2.5污染重心的经度； Ȳ 为PM2.5污染重心的纬度；n表示研究范围内的栅格
数量；i为栅格序号；Xi、Yi分别为第 i个栅格的几何中心经度及纬度；Si为第 i个栅格的面
积；Wi为第 i个栅格的PM2.5年均浓度值。
2.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文使用全局Moran's指数（Global Moran's I）检验PM2.5浓度的
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全局Moran's I指数大于0，表明研究对象呈正空间自相关，其值越
大表明PM2.5观测值的空间集聚性越强；全局Moran's I指数小于0，表明PM2.5浓度呈负空
间自相关关系，其值越小则表明观测值的空间离散性越强。全局Moran's I指数的计算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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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为空间单元（本文中为县级行政单元）的数量，xi、yj分别是单元 i、j的PM2.5年
均浓度值， x̄是所有单元的平均值。Wij是单元 i、j的空间权重矩阵：若空间单元 i、j间
有公共边则Wij = 1否则Wij = 0。同时为对全局Moran's I指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定义
Moran's I指数的标准化统计为：

Z ( )I = [ ]I -E(I)
Var(I)

（4）

式中： Z( )I 可以衡量全局Moran's I指数的显著性水平， E( )I 为全局Moran's I指数的数

学期望， Var( )I 为全局Moran's I指数的方差。

同时利用局部Moran's I指标来挖掘大气PM2.5污染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对空间集聚
和空间异质进行识别。对于第 i个空间单元，其局部Moran's I指数通过下式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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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局部Moran's I指数的显著性水平同样可以用 Z( )I 来衡量，其计算公式同上。通过

比较 Z( )I 的符号及 I的显著性水平，可将显著性水平达到一定阈值（本研究设定为 p =
0.05）的空间单元划分为四类空间自相关关系：若 I显著为正且 Z ( )I > 0，为“高—高”

类型，该单元和邻近单元 PM2.5浓度值均相对较高，即“热点”区域；若 I显著为正且
Z( )I < 0，则为“低—低”类型，该单元和邻近单元 PM2.5浓度值均相对较低，即“冷

点”区域，若 I显著为负且 Z( )I > 0，为“高—低”类型，高PM2.5浓度值的单元被相邻

的低值单元所围绕；若 I显著为负且 Z( )I < 0，为“低—高”类型，低PM2.5浓度值的单

元被相邻的高值单元所围绕。其中 I显著为正表明存在显著的局部空间正相关，呈现空间
聚集；若 I显著为负则表明存在显著的局部空间负相关，呈现空间离散。
2.2.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 GD）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
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其作为一种探测地理要素空间格局成因和机理的重要方法被
逐渐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相关领域研究中[41-43]。该模型中的因子探测器是用来检
测某种地理因素是否是形成某个指标值空间分布差异的原因，其具体的做法是比较该指
标在不同类别分区上的总方差与该指标在整个研究区域上的总方差，其模型如下：

P
D,H = 1 - 1

nσ 2
H

∑
i= 1

n

n
D, iσ 2
H
D, j

（6）

式中：PD,H为PM2.5驱动因素解释力；D为PM2.5年平均浓度变化的驱动因子；n与σ2分别为
研究区域整体样本量与方差；m为某种因子的分类个数；nD,i为D指标在 i类上样本的个
数。PD,H取值区间为[0, 1]，其数值越大则表明该因子对PM2.5浓度的变化解释能力越强，
数值为0，表明分类因素与PM2.5浓度变化完全无关；数值为1，说明分类因素可以完全解
释PM2.5浓度差异特征。

3 中国PM2.5污染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3.1 中国PM2.5总体特征分析
综合时间序列分析与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分析发现，监测数据空缺的 2000-2011

年中国PM2.5年均浓度总体趋势呈现先增加后稳定的演化态势（图 1）。PM2.5年均浓度由
2000年的22.47 μg/m3增加至2006年的28.26 μg/m3，年均增加0.97 μg/m3，呈显著持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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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趋势（p = 0.05）。2006-2011年PM2.5年均
浓度基本围绕 28.22 μg/m3波动，2006年之
后显著上升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制，
呈现较为稳定的波动数值。表明 2006年是
中国PM2.5年平均浓度变化的重要“拐点”，
该结果与 2007年中国环保部发布结果一
致。主要原因是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生态
补偿试点、污染普查、环境保护政策的初
显成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效率提
升在一定度上抑制了颗粒物排放。然而，
中国PM2.5浓度依然较高，且呈现快速扩散
趋势，2011年 PM2.5年浓度值栅格数相比
2000年增加 75.12%，其中年均浓度增幅超
过 1倍的栅格达 13.20%，表明PM2.5的污染
在国土空间上仍呈现明显扩散趋势。

基于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PM2.5年均浓度限值[12]，将PM2.5年
均浓度值划分为7个区间，深入分析研究时段内各区间栅格的面积占比（图2），结果表
明：① PM2.5年均浓度低于 15 μg/m3（一级浓度限值）的比例由 2000年的 42.49%，持续
降至 2011年的 32.39%；② PM2.5年均浓度高于 35 μg/m3（二级浓度限值）的比例由 2000
年的24.64%，上升至2011年的31.25%；③ PM2.5年均浓度高于70 μg/m3的高污染区比例
由2000年的2.21%，大幅上升至2011年的7.08%，增加幅度超过2倍；④ PM2.5年均浓度
高于100 μg/m3的极高污染区集中涌现在2006-2007年，其次为2010-2011年，其余年份比
例均低于0.50%。研究结果表明低于15 μg/m3低污染区在持续减少，高于70 μg/m3的高污
染区在不断增加，高污染区域与极高污染区在国土空间上呈现快速扩张趋势。
3.2 中国PM2.5时空格局演化特征
3.2.1 时空格局演化特征 科学识别PM2.5空间格局演化特征与分布规律，探究国土空间

图1 2000-2011年中国PM2.5浓度变化总体变化趋势
Fig. 1 The overall trend of PM2.5 concentration changes

in China in 2000-2011

图2 2000-2011年中国分区间PM2.5浓度变化趋势
Fig. 2 The trends of PM2.5 concentration changes by range in China in 200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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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PM2.5的浓度变化，对国家制定跨区域联动污染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首先通过PM2.5

的栅格空间数据分析得到2000-2011年中国PM2.5的主要空间特征规律：① 2000年PM2.5年
均浓度超过 100 μg/m3的区域，零星出现在河南的新乡、开封、延津等县区，到 2006年
开始蔓延覆盖至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同时在汾渭盆地、四川盆地亦有零
星分布（图3）。② PM2.5年均浓度超过70 μg/m3的高污染区在黄淮海平原、汾渭盆地、四
川盆地明显有集中成片分布，其中黄淮海平原的高污染区面积最大，且有向长江中下游
平原蔓延扩散的趋势。此外，除了人口密集、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之外，高污染区在塔
里木盆地外缘亦有零星分布。③ 胡焕庸线以东除黑龙江、云南、福建、台湾、海南等省
以外的地区，PM2.5年均浓度基本都超过35 μg/m3，即中国大部分人口稠密的地区PM2.5年
均浓度无法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所规定的二级标准。④ 位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
除塔里木盆地地区受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春季扬尘影响外，其余地区PM2.5年均浓度基本低
于35 μg/m3。国土空间上PM2.5污染较严重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华北与长江流域地区，具
有较明显的低地平原指向性，其浓度与人口密度、经济活动密度存在紧密地理空间关联。
3.2.2 县域时空格局演化特征 为了精细刻画中国PM2.5浓度变化与污染的空间特征，本

研究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单元，通过栅格运算，详细地统计全国 2861个县区单元
2000-2003年、2003-2006年、2006-2009年与 2009-2011年 4个阶段，PM2.5的浓度值的升
降情况，依据4个时段的浓度升降变化特征将其划分为16种时间序列类型（表1、图4）
发现：① 研究时段内PM2.5浓度呈现持续上升的县级单元占总数的 8.64%，主要分布在
PM2.5污染程度较低的青藏高原及东北等区域，此类地区是中国环境的净土，虽然生态环
境较佳但空气质量呈现小幅持续恶化，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② 2000-2006年PM2.5污染
程度持续上升的县级研究单元占到总体的76.23%，该时段内PM2.5污染加剧是全国大多数
地区的总体趋势，该时段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③ 部分时间
序列类型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如，类型D-R-D-R明显集中在陕甘宁地区，类型
D-D-R-R则基本分布在南疆地区，其中全国范围内PM2.5持续呈现下降趋势的县区仅有2
个，分布在甘肃酒泉地区。整体分析发现16种类型内部各有差异，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

图3 2000-2011年中国PM2.5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Fig. 3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s of PM2.5 in China in 200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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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进一步表明PM2.5分布的空
间异质性和复杂性。
3.2.3 空间重心转移 利用重力
模型，从PM2.5总体浓度重心、高
浓度重心与低浓度重心三个方
面，系统考察 2000-2011年间中
国PM2.5浓度重心的移动方向、移
动轨迹与移动速率。重心时空分
析表明：① 研究时段内，中国
PM2.5浓度总体浓度重心位于甘
肃、宁夏与陕西交界处（图 5），
重心格局变动明显。2000-2004
年整体浓度重心呈现快速东移态势，重心年均移动距离为44.40 km，表明该时段东部地
区PM2.5浓度明显增加。2005年以后PM2.5总体重心移动趋势放缓，年均移动距离下降至
15.04 km，重心移动明显减弱；② PM2.5高浓度重心由西北快速向东南移动，2001年位于
甘肃省境内，2001-2003年快速转移山西省境内，年均移动距离达到156.09 km，2004年
之后转移至河南省境内，移动距离快速下降至40.71 km，呈现较为稳定状态；③ 低浓度
重心呈现快速向西移动的趋势，重心长期位于内蒙古境内，与高浓度重心相向而行，

表1 中国PM2.5浓度时间变化的16种类型
Tab. 1 16 types of the evolution of PM2.5 concentration in time

sequences in China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变化类型

R—R—R—R
R—R—R—D
R—R—D—R
R—R—D—D
R—D—R—R
R—D—R—D
R—D—D—R
R—D—D—D

数量

199
498
676
382
28
41
34
14

占比(%)
8.64
21.63
29.37
16.59
1.22
1.78
1.48
0.61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变化类型

D—R—R—R
D—R—R—D
D—R—D—R
D—R—D—D
D—D—R—R
D—D—R—D
D—D—D—R
D—D—D—D

数量

62
87
183
63
10
19
4
2

占比(%)
2.69
3.78
7.95
2.74
0.43
0.83
0.17
0.09

注：R表示该时段区域PM2.5浓度上升，D表示该时段区域PM2.5下降

图4 中国PM2.5浓度16种时间序列类型演变趋势
Fig. 4 The evolution trend of PM2.5 concentration by type of time sequen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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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之前年平均移动距离 86.37 km，
2005-2011年移动速度迅速降低至 37.84
km。总体而言，总体浓度重心、高浓度
重心呈现向东南移动趋势，低浓度重心
呈现向西移动趋势，且三者重心2004年
之前空间移动迅速，2005年之后趋于稳
定。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产业转移（东部向中西部）、东
部环保门槛提升有密切的关系，研究结
果与前文 3.1结果一致。进一步印证中
国PM2.5污染大致呈现东部高于西部，北
方高于南方的空间格局与趋势。
3.3 空间自相关分析
3.3.1 全局空间自相关特征 系统分析
2000-2011年县级单元PM2.5年均浓度的全局 Moran's I指数发现（图6）：研究时段内全
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通过显著性检验（p = 0.05），表明PM2.5年均浓度在空间上
呈现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从全局Moran's I指数的时间序列分析得
到2006年全局Moran's I指数达到最大值，随后基本呈现逐年下降态势，该转折点与年均
浓度的时间序列转折点一致，表明PM2.5年均浓度的空间集聚性呈先升后降的时间序列趋
势，空间集聚程度在2006年达到顶峰。
3.3.2 局部空间自相关 基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将呈现显著空间局部自相关的县
级单元划分为四种类型。其中“高—高”类型，即PM2.5年均浓度高值集聚区，污染的热
点集中分布在黄淮海平原、汾渭盆地、四川盆地及江汉平原地区，热点所包含的县级行
政单元个数 2000-2006年无较大变化，至 2009年出现大幅增加随后回落；“低—低”类
型，即PM2.5年均浓度低值集聚区，污染的冷点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北部、台湾、云南、

图5 2000-2011年中国PM2.5污染总体重心迁移轨迹
Fig. 5 The movement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PM2.5

in China in 2000-2011

图6 2000-2011年中国PM2.5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Fig. 6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M2.5 in China in 200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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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新疆与内蒙古北部等边疆地区，冷点所包含的县级行政单元个数在时序变化
上与热点类似，在2009年出现显著增加前变化不大，但在2011年减少至最低值；其余县
级行政单元均未呈现出显著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研究时段内，未发现呈现“高—低”或

“低—高”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的县级行政单元，表明PM2.5年均浓度呈现极具强烈的局
部空间正自相关特性。

4 中国PM2.5污染的驱动因素解析

中国PM2.5浓度变化空间差异显著、成因复杂、驱动因素多样。总结发现驱动因素涉
及大气环流、火山灰、森林火灾、沙漠裸地扬尘、风向风频，以及降雨等自然因素；同
时也与工业烟尘排放、燃煤、秸秆燃烧、机动车尾气、建筑施工扬尘等人为因素关系紧
密。为了更深入的对PM2.5浓度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细致分析，本文选取 2000年、2006
年和 2011年 287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共计 27839个样本，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测空间
分异特征与规律的优势，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选取对PM2.5贡献较大的自然地理区划
（X1）、人均GDP（X2）、人口密度（X3）、二产占比（X4）、建成区面积占比（X5）、城市绿
化率（X6）、居民汽车保有量（X7）、播种面积（X8）、工业烟尘排放量（X9）、地均能源消
费强度（X10）、地均钢铁产量（X11） 11个指标因子对中国 287个地级市PM2.5贡献程度进
行计算（表2）。

4.1 驱动PM2.5时空变化的自然因素
地理探测分析表明PM2.5的浓度变化与区域自然因素密切相关。自然地理区划（X1）

对PM2.5的影响最为显著，其对PM2.5的探测解释力P值2000年、2006年和2011年三个时
间断面上分别为 0.7047、0.7477与 0.7196，充分表明大尺度地域分异规律，地貌、气
候、水文、植被对PM2.5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时空格局部分识别出的四大
PM2.5重污染区中，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PM2.5的变化与地区大气环流以及局地沙尘天气密
切相关，通过新疆88个监测站2000-2011年观测资料分析显示，新疆沙尘天气的高发区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其南缘，年沙尘日数南疆是北疆的2.7倍，明显多于北疆[44]，因此，
PM2.5浓度值也呈现南疆高于北疆的空间耦合特征，同时新疆地区植被覆盖整体增加、降
雨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PM2.5的变化。此外，受洋流、东南季

表2 驱动要素地理探测分析表
Tab. 2 Geographical detection analysis of PM2.5

探测指标

自然地理区划(X1)
人均GDP(X2)
人口密度(X3)
二产占比(X4)
建成区面积占比(X5)
城市绿化率(X6)
居民汽车保有量(X7)
农作物播种面积(X8)
工业烟尘排放量(X9)
地均能源消费强度(X10)
地均钢铁产量(X11)

2000年

P

0.7047
0.0077
0.4320
0.0984
0.0853
0.0280
0.0259
0.1396
0.0709
0.3109
0.2869

Q

0.0000
0.9191
0.0000
0.0000
0.0030
0.1503
0.8637
0.0557
0.1537
0.0000
0.0000

2006年

P

0.7447
0.0062
0.4372
0.0665
0.0753
0.0625
0.0913
0.1487
0.0936
0.4124
0.3373

Q

0.0000
0.9079
0.0000
0.0031
0.1033
0.0319
0.022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011年

P

0.7196
0.0068
0.4120
0.0917
0.1025
0.0359
0.1074
0.1046
0.0531
0.4143
0.3217

Q

0.0000
0.8659
0.0000
0.0000
0.0282
0.1083
0.0080
0.0000
0.2766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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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暖湿气候及大量降水的影响，人口稠密、产业集聚的珠三角地区、以及沿海的福
建、台湾与海南等岛屿地区PM2.5年平均浓度则相对较低，受污染较轻。同样地处第一阶
梯的青藏高原、第二阶梯的内蒙古高原与云贵高原等地区人类经济活动较少，PM2.5浓度
也相对较低。
4.2 驱动PM2.5时空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解析

人类活动扰动深刻地影响着大气污染，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造成的扬尘、汽车增加导
致的尾气排放、能源消耗与燃煤取暖、农业生产导致的秸秆燃烧均是PM2.5排放重要驱动
因素。PM2.5重污染区中除了受自然因素强烈影响的新疆地区以外，其余三个高值区基本
与中国人口密度空间分布一致。地理探测器研究表明PM2.5重污染地区主要集中在以京津
冀为中心的华北平原、山东半岛、两湖平原、成渝盆地等人口密集地区，重污染地区与
人口密集区域空间高度重合。

（1）城镇化建设驱动。通过地理探测对驱动PM2.5浓度变化的城市发展与城市建设因
素分析表明，2000年、2006年和2011年三个时间断面上，城市人口密度（X3）对PM2.5的
探测P值分别为 0.4320、0.4372与 0.4120，呈现倒“U”型变化特征，人口密度对地区
PM2.5浓度变化贡献最大。建成区面积占比 （X5） 的探测 P值分别为 0.0853、0.0753与
0.1025，其对地区PM2.5浓度变化贡献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逐渐增大。城市绿化率（X6）
的探测P值分别为0.0280、0.0625与0.0359，其对地区PM2.5浓度变化贡献也呈现倒“U”
型变化特征，虽然城市绿化一定程度上能阻滞尘埃，减轻PM2.5对大气的污染，但对PM2.5

的影响甚微。人均GDP（X2）同样也影响较小。
（2）工业、能源（煤炭）消费驱动。地理探测对驱动PM2.5浓度变化的城市发展与城

市建设因素分析表明，2000年、2006年与2011年三个时间断面上，第二产业占比（X4）
对PM2.5的探测P值分别为 0.0984、0.0665与 0.0917，地均能源消费强度探测P值分别为
0.3109、0.4124与 0.4143，地均钢铁产量 P值分别为 0.2869、0.3373与 0.3217，两者对
PM2. 5污染的贡献程度显著（显著性水平为 0.01），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颗粒污染
物的排放情况，是大部分城市与地区污染的主导因子。究其原因2000-2011中国能源消费
总量增长了 2.39倍，其中煤炭占能源的消费总量从 2000年的 69.21%下降到 2011年的
68.42%。煤炭始终是中国最主要能源消费对象，2015年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依然为
68%以上，未出现实质性下降，其中重污染区域山东、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与江
苏煤炭消费总量都超过20000万 t。2000-2011年中国煤炭消耗量巨大的钢铁行业主要位于
长三角、黄淮海以及四川盆地三大区域，其中河北、天津、山东、陕西、江苏、辽宁、
上海和四川等 10省市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钢铁产业集聚区，2011年 10省的粗钢产量为
49450万 t，占当年全国产量的70.44%。因此煤炭消费与钢铁产业的空间集聚是导致PM2.5

浓度的关键要素之一。
（3）机动车尾气排放驱动。地理探测对驱动 PM2.5浓度变化的汽车因素分析表明，

2000年、2006年与2011年三个时间断面上，居民汽车保有量（X7）对PM2.5的探测P值分
别为0.0984、0.0665与0.0917，结果表明汽车保有量在2000年与2006年对PM2.5浓度影响
不显著，然而 2006年以后随着汽车数量的暴增，2011年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水平。2000-
2011年，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增加了5.82倍，私人汽车拥有量更是增加了11.72倍，汽车
的增速远高于经济（4.77倍）、人均收入（4.48倍）与公路里程（2.45倍）的增速。雾霾
重度污染的北京、河北、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汽车保有量均超过了400万台。

（4） 秸秆燃烧驱动。地理探测分析表明，间接代表秸秆燃烧的农作物播种面积
（X8） 在 2000年、2006年与 2011年三个时间断面上对 PM2.5的探测 P值分别为 0.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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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87与0.1046，呈现倒“U”型变化特征，秸秆燃烧对地区PM2.5浓度影响在2006年达
到最大，之后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农业秸秆总量在6×108 t，农村平均秸秆露天焚烧比例
为18.59%，其产生的污染虽不到PM2.5总量的5%，但因焚烧空间集聚（以农业发达的华
东和华北地区最为显著），燃烧时间集中，高峰为10月前后，且在1、2天时间内集中焚
烧。因此，秸秆焚烧产生的PM2.5可能占当天空气中PM2.5量的30%、40%，对区域大气污
染产生显著影响[45]。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 2000-2011年中国 PM2.5年均浓度呈现先快速增加，后趋于稳定的总体演变趋

势，2006年是中国PM2.5浓度值总体变化的“拐点”。全国PM2.5年均浓度基本呈现持续高
污染状态，且在国土空间上呈现明显扩散趋势。2011年PM2.5年浓度值栅格占总数相比
2000年增加75.12%，其中年均浓度增幅超过一倍的栅格达13.20%。

（2）空间分析表明PM2.5污染整体呈现北方高于南方，东部高于中西部趋势特征，胡
焕庸线为显著的分界线。PM2.5高污染与极高污染区域在国土空间上呈现快速扩张趋势，
平均浓度值低于 15 μg/m3区域则在持续减少，高于 70 μg/m3的区域快速增加。污染较严
重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具有较明显的低地平原指向性。县级单元分析表明 2000-
2006年PM2.5污染程度持续上升的县级研究单元占到全国76.23%，该时段PM2.5污染加剧
是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总体趋势。

（3）重心分析表明中国PM2.5总体污染重心位于甘肃东部，2000-2004年PM2.5排放重
心快速向东转移，年平均移动44.40 km，2004年后污染浓度高值区重心呈现明显东进趋
势，低值区呈现西移趋势，两者重心背向而行。表明该时段东部地区PM2.5污染出现明显
增加，东部PM2.5污染增加程度高于西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PM2.5年均浓度呈现强烈的
局部空间正自相关特性，PM2.5“高—高”集聚区，连片分布在黄淮海平原、汾渭盆地、
四川盆地及江汉平原地区；PM2.5“低—低”集聚区，集聚分布在内蒙古与黑龙江北部，
台湾、海南与福建等东南沿海及岛屿，以及青藏高原及新疆北部等边疆地区。

（4）驱动因素解析表明自然原因与人类活动共同对 PM2.5污染空间特征演变产生影
响，其中自然地理区划对PM2.5的驱动影响最为显著，探测解释力P值三个时段的平均值
高于0.7240；另外，大气条件、人口增长（人口密度）、工业排放、秸秆燃烧、能源消费
增长、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尾气排放总量短期内快速增加均是中国PM2.5浓度变化的主要
驱动因素。
5.2 讨论

科学识别PM2.5浓度空间变化特征与规律，准确掌握其驱动因素及其机制，是中国经
济快速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关键，其不仅能缓解居民对“雾霾猛于虎也”的恐怖
心理，也能为区域大气联动治理、污染产业的空间布局、城市空间优化（风道、绿带
等）、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由于数据原因国内关于大尺度PM2.5浓度
演化研究起步较晚，已有研究多利用环境监测站点数据展开，利用截面数据展开季节与
日变化分析。本文利用1999-2012年NASA大气反演数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2000-2011
年中国大尺度PM2.5数据缺失、以及中西部地区监测站点较少、区域信息失真对研究的限
制问题。本文揭示的PM2.5空间分布格局结论与已有研究[25, 40]结论契合，且能更长时间序
列、更精细、整体的反映监测点较为稀疏区域的空间特征。然而，中国PM2.5变化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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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错综复杂，除了大气环流、极端天气、地貌地形、区域传输等自然原因外，工业污
染、煤炭燃烧、机动车排放、扬尘、生物质燃烧、汽车尾气与垃圾焚烧等人为原因是重
要驱动因素。由于各个地区或城市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消费结构等差距较大，因此，
导致PM2.5驱动变化的关键因素也不尽相同。目前国家经济发展正处在“调结构、稳增长
与绿色发展”的关键转型时期，准确预见大气污染物复杂性和治理长期性，持续的开展

“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与“雾霾与健康关系”等关键科学问题是国家急需突破的科学发
展难关，也是未来研究探索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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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M2.5 in China between 2000 an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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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concentration of PM2.5 has been universally considered as a main cause for
haze formation.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identify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M2.5 concentr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regional air quality control and management.
Using PM2.5 data from 2000 to 2011 that is inversed from NASA atmospheric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employing the methods in geo- statistics, geographic detectors and geo- spatial
analysi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PM2.5

concentration in China.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In general,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PM2.5 in China has increased quickly and reached its peak value in the year of
2006; after that, it has been maintained at around 22.47- 28.26 μg/m3. (2) PM2.5 is strikingly
uneven in China, with a higher concentration in North and East than in South and West,
respectively. In particular, the areas with a relatively high concentration of PM2.5 are mainly the
four regions including the Huang-Huai-Hai Pla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Delta Plain, the
Sichuan Basin, and the Taklimakan Desert. Among them,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as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PM2.5. (3)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PM2.5 has shown an overall eastward
movement trend, which indicates an increasingly serious haze in eastern China. Particularly,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high-value PM2.5 is kept on moving eastward, while that of the low-value
PM2.5 moves westward. (4)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The "High-High" PM2.5 agglomeration areas include the Huang-Huai-Hai
Plain, Fenhe-Weihe River Basin, Sichuan Basin, and Jianghan plain regions. The "Low-Low"
PM2.5 agglomeration areas include Inner Mongolia and Heilongjiang to the north of the Great
Wall,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aiwan, Hainan and Fujian and other southeast coastal and
island areas. (5) Geographic detect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both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account for the spatial variations of PM2.5 concentration. In particular, factors such as natur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population density, automobile quantity, industrial discharge and straw
burning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of PM2.5 concentration in China.
Keywords: PM2.5; air pollution; tempo-spatial evolution; geographical detect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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